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—  兼论 1920 年代梁启超的“新文化”方案
高柳信夫
　　一般认为，“为学问而学问” 这句话是针对中国传统的 “学以致用” 观念而发
的一个口号，其理念是 “不以学问为手段，以学问为目的”。此口号与新文化运动
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，是鼓吹西方近代实证主义学术研究方法的产物。
　　梁启超也在 1921 年出版的《清代学术概论》中称扬清代考据学者 “为学问而
学问” 的治学精神，这意味着当时梁启超也积极推动西方实证主义方法论在中国
的发展，这是 “为学问而学问” 的第一层涵义。
　　同时，梁启超所说的 “为学问而学问”，不是 “实证主义方法论” 的简单提倡，
还有第二层涵义。梁启超将清代学者 “为学问而学问” 的精神和 “学者的人格” 结
合在一起，强调其 “人格” 对后人的感染力。因此，“为学问而学问” 不仅是学术
研究方法、态度上的口号，而且也是一种 “人格” 的体现。
　　当时梁启超认为 “新文化” 应该有 “新知识”（科学的理解）和 “新人格”（自
律的情操）(《什么是新文化？》)。他把 “自律” 理解为 “能自治”，主张 “儒家是专
要人自治”，所以 “儒家主义，可以说正合乎新文化了”（同前），也就是说，儒家
的人格理想可以作为 “新人格” 的典范。
　　梁启超强调儒家的 “仁” 是 “普徧人格的实现”，“‘仁’ 之一字，儒家人生观的
全体大用都包在里头”。如果有人抱持 “仁” 的人生观，他就能达到 “不忧成败、
不忧得失” 的境地，其生活成为趣味化、艺术化，“只是为学问而学问，为劳动而
劳动，并不是拿学问劳动等等做手段来达某种目的” (《为学与做人》）。
　　因此，对梁启超而言，“为学问而学问” 也可以说是 “生活趣味化” 的一个典
型例子，儒家 “仁” 的人生观的一种展现。这样，“为学问而学问” 的第二层含义
是象征儒家的 “新人格” 理想。








对应 “新文化” 建设的第二步，第二层涵义相当于第三步阶段，在梁启超的 “新文
化” 建设方案中，“为学问而学问” 的第二层涵义具有更重要的意义。

